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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情绪传染理论，创业者的创业激情通过情绪的“模仿-反馈”机制激发创业团队员工的积极情绪，进而激发其创造力。基于情绪与认知的双重视角，本文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索了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心理机制，分析了战略认同和工作意义感在创业激情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通过对251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激发作用，战略共识在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意义感在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创业者可以通过激发员工的创业激情，和员工达成战略共识，增强员工的工作意义感，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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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stimulate employees’ creativity?

Research on dual mechanism based on emotion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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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passion of entrepreneurs can inspire positive emo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employees through the “imit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of emotion, and then stimulate their creativit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ethod is adopt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Based on 251 valid data, this study shows that passionate entrepreneurs can stimulate employees to work creatively through emotional infection, and encourage employees to constantly find new methods and ideas in the process of work.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employee creativity,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employee creativity 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ic consensus between employees and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with high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can stimulate employees’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mission by describing organizational vision to employees and sharing positive values with them, so as to help them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with the strategic targets of the enterprise, and stimulate employees’ creativity through strategic consensus. Sense of meaningful work not onl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strategic consensus, but also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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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一系列鼓励民众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应运而生，旨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据GEM报告，近年来我国创业指数（CPEA）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大众创新创业的意愿日益提高。由此可见，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迎来了“全民创业”的新局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新创企业高死亡率和低成长率的现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1]，创业企业大多无法跨越“死亡陷阱”，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在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中，仅仅凭借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创业活动不仅仅依靠创业者孤军奋战，内部员工也对创业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员工同样需要饱含激情地工作，才能推动新创企业不断创新，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创新能量。

富有激情的创业者更有可能通过展示他们的变革型领导风格来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3]，这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和敬业度，提高组织绩效[4]。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成为信息化社会的显著特征。战略共识使员工更加意识到组织战略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利于通过员工创造力来实施战略。然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个体不再仅仅把工作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追求工作意义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管理现象的悖论进行深入研究。

创业激情是指创业者有意识参与创业活动时，对该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认同感[5]。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创业者必须始终充满激情地引领企业变革，才能使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然而，企业家不能单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实现战略目标和企业价值。要使整个组织取得成功，需要员工也同样具备较高的激情才能提升其凝聚力，进而激发创新行为的发生[6]。此外，如果企业家和员工之间没有达成战略共识，员工就没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去实施战略，导致企业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本文引入战略共识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作用。张剑等[7]认为，随着新创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创业者很可能再次创办新企业。创业者的物质资本、精力等的有限性可能会使员工产生不安全感。员工如果不了解创业者的战略意图，或者不认同创业者的战略目标及规划，则可能对新创企业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难以产生工作激情。所以说，创业者的激情要想传递给员工，还受到员工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感的影响。工作意义感高的员工会对工作产生更多的兴趣和热情[8]，保持高工作投入的内部动机[9]，以更积极的态度拥抱变化。根据情绪认知一致性记忆的概念[10-11]，当信息以与个体内心情绪一致的方式进行加工和传递时，信息更容易被吸收和记忆，个体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情绪相一致的信息。工作意义感强的员工更容易感受到创业激情，因此，创业激情对员工战略共识的情绪传染效应被放大。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关于创业激情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探讨其概念、测量、形成与作用机制、创业者具有的激情能否以及如何影响新企业绩效或者创业成功[12-16]，也有文献研究了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17]，却鲜有学者探索创业者的创业激情这一情绪情感因素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机理，这为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影响机理研究留下了缺口。因此，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员工的工作激情，共同的情绪与情感如何促进员工与创业者之间形成战略共识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并验证了工作意义感在创业激情、战略共识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为创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1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1.1  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激情”一词最初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的，然后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被定义为个体对某项活动的强烈投资倾向或意愿[18]。在组织情境中，人们的奉献、热爱和价值体验均被视为工作激情[19]，而组织中的激情传染是一种很容易观察到的管理心理现象。情绪传染理论认为，激情可以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人或群体，情绪传染就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通过相互暗示和自我暗示激发另一个人或群体产生某种情绪唤醒、情绪体验、动机、态度及行为倾向的过程 [20]。因此，情绪传染理论能够解释激情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内在促发机制。根据情绪传染理论，在组织情境中，员工个体的情绪和工作行为会受到周围其他员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他们通过“模仿-反馈”机制无意识地模仿其他员工（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榜样员工）的面部表情、手势、姿态、语音、语调等信息，从而促进情绪状态的整合、承诺状态的同步以及行动倾向的一致[21]。

对新创企业来说，创业激情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的工作激情，它通常被分为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三种[5]。具体来说，发明激情主要体现在识别、创造、开拓新机会的活动中；创建激情在创建新创企业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建新的企业、商业价值的追求等方面；而发展激情主要体现在开拓市场、优化组织等促进企业发展的活动中。有的创业者具有三种激情，而有的创业者只拥有一种或两种激情。三种创业激情均通过情绪传染向员工传递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增加员工的情感承诺[22]。有激情的创业者充满活力和自信，享受创业和创造商业价值的过程。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充满激情的企业家都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展现和传递自己的创业激情，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当员工感知到创业激情时，他们会更具有创造力，因为激情感知作为一种灵感来源，在产生新颖的、高质量的想法时，能够提升员工的思维灵活性[23]。由于创业者与员工之间存在许多交流互动的机会，这为创业者与员工之间的激情传染与转移提供了充分条件[24]。当员工充分感受到创业者的激情和信心时，其与创业者就产生了情绪共鸣，促进了激情在组织内部的传播，员工之间的社会交流更加活跃，他们更加热衷于从事创造性活动，在工作中也更具有创造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激情能够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1.2  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

根据情绪-认知一致性理论，人与人之间如果在情绪和情感上达到共鸣，就很容易在某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是集体行动的基础。在个人价值崛起的时代，组织与员工之间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就是形成“共识”。组织必须依靠员工对组织战略的认可和工作投入，将创业激情转化为价值输出，以实现个人和组织的目标[25]。员工对战略目标的理解和承诺是战略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能否成功实施[26]。企业家在追求价值性、挑战性和充满吸引力的目标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这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3]。与其他特征相比，创业激情具有更多的精神激励性和情绪传染性等特征。充满激情的企业家通过描绘组织愿景和分享价值理念，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工作价值感，满足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追求，激发员工的创造性需求，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业者的创业激情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满意度和幸福感[27-28]，促使员工将组织战略内化为内在信念，并创造性地践行组织战略，从而实现员工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组织的战略目标。如果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目标与组织的战略目标匹配度较高，创业激情将极大地帮助员工理解和认同组织战略，促使其积极参与战略实施过程，并提高战略共识感。

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创业者、管理层和员工围绕目标的一致行动，还需要员工对组织战略的深刻理解和一致认可。内部员工如果无法对组织战略形成一致认知，则战略实施就会和战略意图不一致，从而出现“应者寥寥”的工作局面[29]。在新创企业中，创业者和员工之间的工作分工相对比较模糊，这为员工与创业者之间形成较为强烈的激情互动提供了直接通道，从而提升员工的战略认同感。战略共识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员工实施战略的积极性，高效推动战略方案的实施，以实现组织既定的战略目标。员工只有充分了解组织的战略目标、具体实施步骤和行动要求，并理解组织的战略意图，其在工作中才能充分考虑组织的战略要求，从而提高工作绩效 [30]。特别是对于初创型企业来说，企业的内外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倘若员工与组织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则有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工作热情，减少工作压力和任务冲突[31-32]，当员工能够准确理解、认同组织的战略目标时，他们会朝着共同的目标不断努力。战略共识可以帮助创业者凝聚创新资源与能力，鼓励员工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充分发挥创造力。如果员工理解和认同组织战略，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应对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将其看作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和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此时，员工受到内部动机的驱动，愿意为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努力，愿意积极地应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33]，这有利于员工创造力的发挥。战略行动一致能够降低协调成本，减少因战略共识缺乏产生的内部摩擦和损耗，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34]。以上分析表明，创业激情影响员工的战略认知、心理状态和行为，并通过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提高员工的创造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激情对战略共识有正向影响。

H3：战略共识在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工作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意义是对某种人类需求的回应。人们越来越关注工作的意义[35]，因为工作过程中的意义感能够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组织归属等心理需要，有意义的工作对人们非常重要[36]。随着个人价值观的提升，员工不再把工作仅仅视为一种获得报酬或消磨时间的方式，他们更愿意从事能够带来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工作[37-38]。工作意义是员工对工作的价值、重要性、促进个人成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主观评价，是驱动员工积极工作的内在动机因素[39]。对员工来说，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具有重要性和价值性，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成长[38]。根据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人们更关注与自己情绪状态相匹配的事件[11]。他们有选择性地提取和吸收与自己情绪状态一致的信息，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来解释和记忆信息。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有助于员工提取关于组织战略意图的正面信息，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40-42]。充满激情的企业家在企业内部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提升员工对战略目标的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工作意义感和价值感。工作意义感强的员工更容易被企业家的积极情绪所感染，产生组织认同感。具有组织认同感的员工越多，越有利于战略共识的形成。此外，工作意义感强的员工与企业家的创业激情有高度的情绪一致性，所以他们愿意接受如愿景和使命这样的积极情绪的影响，积极主动地识别企业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理解战略目标。相反，对于工作意义感弱的员工，其情绪状态与企业家激情一致性程度较低，他们倾向于减少或拒绝相关信息的吸收，甚至对信息做出负面解释，或者对企业家描绘的战略愿景充满担心和不信任。此时，企业家积极情绪状态下传递的信息不易被感知或记忆，员工更关心的是组织变革、战略实施是否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失，对个体目标的关注降低了其对组织战略目标的理解和认可，企业家激情感知对战略共识的积极影响被弱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工作意义感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之间的关系。

作为情绪与情感的观察者，员工能够感知到创业者拥有的创业激情和工作斗志。但由于个体感知能力的不同，员工对创业者激情的关注和感知也有很大差异，部分员工可能无法准确理解企业家的情感意图[43]。有意义的工作对员工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工作过程中的意义感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如自我实现感和组织归属感等[36]。当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目标感时，他们更易感受到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44]，因而在创新活动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45]。创造性活动过程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其结果也无法预测，因此帮助员工确定从事工作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目的是让组织的创新过程能够顺利进行[46]。在认同组织战略的前提下，具有强烈工作意义感的员工会更积极地探索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以确保战略任务的完成。同时，工作意义感也会影响员工的情绪[47]。当员工获得更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将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对企业家产生信任，这有利于提高员工对战略目标的认同程度和承诺意愿，促使其提高主动性去调整他们的行为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工作意义感强的员工对工作有更多的热情，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工作任务，遇到问题时会更加积极主动。自我决定理论也指出，当员工追求工作的精神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时，他们会对工作投入更多[48]。在争取组织支持和实施组织战略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完成任务获得心理满足和积极的情绪与情感体验。因此，在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强烈的工作意义感会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特别是在战略变革过程中，具有高水平工作意义感的员工更容易被创业激情所感染，从而克服战略实施中的各种困难，创造性地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激情更有可能通过战略共识影响员工的创造力。由于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工作意义感影响员工的信息加工和信息记忆网络。高度的工作意义感有助于加强员工对创业信息的接收、存储、转化和利用，促进战略共识的形成，激发员工的创造力。相反，工作意义感弱的员工往往对组织战略的信任度和认同感都比较低，尤其在战略变革时期更是充满质疑和担心，创业激情很难甚至无法通过战略共识来影响员工的创造力。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工作意义感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样本数据。课题组正式调研的时间段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参考Milanov & Fernhaber的研究[49]，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创建时间短于10年的新企业，接受调查的员工根据统一的指导语填写问卷。调查样本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296份。剔除了回答不全的问卷，课题组得到有效问卷共251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达到84.79%。

2.2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课题组通过与合作企业的员工面谈、同非全日制研究生讨论以及预调研等方式对个别题项和用语进行了微调整，从而使得量表更加贴近员工的实际经历与感受。本文采用的是李克特五分量表，从表示“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来测量问卷中的变量。

创业激情（EP）。在借鉴Breugst等[22]、单标安等（2018）[2]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Cardon等[5]开发的创业激情量表进行了微调。本文测量的创业激情是指员工感知到的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创业激情量表包括诸如“创业者乐于找到新方法来解决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并将其商业化”、“创业者喜欢寻找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新想法”和“创业者似乎对能找到合适的人为公司工作感到兴奋”等15个题项。
战略共识（SC）。本文借鉴Knight等[50]的量表，并对战略共识量表进行了略微修改，得到了最终量表，包括“创业者和员工在企业总体战略上基本保持一致”和“创业者与员工的利益基本一致”等5个题项。

工作意义感（SW）。本文借鉴Steger等[38]的工作意义感量表。题项主要包括“我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我找到了一份能给我满足感的工作”、“我的工作有利于我的个人成长”以及“我的工作帮助实现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等10个题项。

员工创造力（EC）。本文使用Tierney [51]开发的的员工创造力量表，包括“我可以提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可以找到现有方法和设备的新用途”和“我可以形成新的并且可行的想法”等7个题项。

控制变量。现有研究表明，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个体特征因素会对其创造力产生影响[52-53]。因此，本文选取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其分别赋值。其中，性别：男=1，女=0；年龄：20-25岁=1，26-30岁=2，31-35岁=3，35岁以上=4；教育水平：大学专科=1，大学本科=2，硕士=3，博士=4；工作年限：1年以内=1，2-3年=2，3-8年=3，8年以上=4。

3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22.0和AMOS20.0对创业激情、战略共识、工作意义感和员工创造力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可以看出，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调查问卷的信度是理想的。效度是检验量表准确性的一项指标。被测项目与被测内容的符合度越高，量表的效度越高。本文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来检验各量表的结构效度。从表1可以看出，每个题项的因子负荷值均大于0.5，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即AVE值）均大于0.5，累积解释方差均大于阈值的50%，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1 题项的信度和效度（N=251）

	变量
	Cronbach’α 系数
	因子载荷
	AVE
	累积方差

	创业激情
	0.873
	0.644~0.896
	0.586
	63.59%

	战略共识
	0.845
	0.735~0.825
	0.619
	61.92%

	员工创造力
	0.898
	0.721~0.858
	0.623
	62.31%

	工作意义感
	0.894
	0.747~0.878
	0.666
	76.56%


判别效度的质量是假设检验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变量的判别效度，结果如下表2所示。表2中，四因子模型的χ2值为601.092，df为553，χ2/df值为1.087，RMSEM值为0.019，小于临界值0.08，CFI值为0.990。可见，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模型。可以看出，本文模型中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表2 各变量区分效度检验（N=251）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单因子模型：EP+SW+SC+EC
	2 102.960
	562
	3.742
	0.105
	0.689
	0.632

	二因子模型：

EP+SW+ SC；EC
	1 842.169
	561
	3.284
	0.096
	0.742
	0.693

	三因子模型：

EP+SW；SC；EC
	1 547.358
	559
	2.768
	0.084
	0.801
	0.763

	四因子模型：

EP；SW；SC；EC
	601.092
	553
	1.087
	0.019
	0.990
	0.988


注：EP代表创业激情；SC代表战略共识；SW代表工作意义感；EC代表员工创造力
3.2  同源偏差检验

采用自我报告形式搜集的数据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CMV），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检验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是否严重。结果表明，未旋转时析出4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7.34%，小于30%。这表明本文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不会对后续的数据分析产生实质性影响。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结果如下表3所示。由表3可知，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的相关系数为0.493（p < 0.01）；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的相关系数为 0.544（p < 0.01）；战略共识与工作意义感的相关系数为 0.394（p < 0.01)；战略共识与员工创造力的相关系数为0.460（p < 0.01）。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一致，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N=251）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0.550
	0.499
	1
	
	
	
	
	
	
	

	2. 年龄
	1.940
	0.925
	-0.024
	1
	
	
	
	
	
	

	3.教育水平
	1.892
	0.790
	-0.083
	0.024
	1
	
	
	
	
	

	4.工作年限
	1.765
	0.702
	0.645**
	-0.022
	-0.010
	1
	
	
	
	

	5.创业激情
	3.324
	0.593
	-0.051
	0.095
	0.103
	0.003
	1
	
	
	

	6.战略共识 
	3.778
	0.944
	0.069
	0.022
	0.069
	0.068
	0.493**
	1
	
	

	7.工作意义感
	3.764
	0.843
	0.002
	0.067
	0.044
	-0.073
	0.224**
	0.394**
	1
	

	8.员工创造力
	3.689
	0.858
	-0.123
	0.043
	0.132*
	-0.105
	0.544**
	0.460**
	0.344**
	1


注：*表示p<0.05（双侧检验）；**表示p<0.01（双侧检验）；***表示p<0.001（双侧检验）

3.4  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软件SPSS22.0并使用层次回归法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避免出现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涉及到交互作用的变量（创业激情和工作意义感）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 各变量之间的分层回归结果（N=251）

	变量
	战略共识
	员工创造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性别
	0.052
	0.090
	-0.078
	-0.038
	-0.103
	-0.062

	
	年龄
	0.023
	-0.023
	0.037
	-0.012
	0.027
	-0.006

	
	教育水平
	0.073
	0.025
	0.124
	0.073
	0.090
	0.066

	
	工作年限
	0.036
	0.009
	-0.052
	-0.082
	-0.069
	-0.084

	自变量
	创业激情
	
	0.497***
	
	0.536***
	
	0.403***

	中介变量
	战略共识
	
	
	
	
	0.465***
	0.267***

	R2
	0.011
	0.253
	0.033
	0.313
	0.247
	0.367

	调整后R2
	-0.005
	0.238
	0.017
	0.299
	0.232
	0.351

	F值
	0.715**
	11.595***
	2.101**
	22.365***
	16.068***
	23.551***


注：*表示p<0.05（双侧检验）；**表示p<0.01（双侧检验）；***表示p<0.001（双侧检验）
创业激情和员工创造力。为了验证H1，本文将员工创造力作为因变量，逐步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自变量（创业激情）引入模型。从表4中的模型4可以看出，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显著正相关（β = 0.536，p < 0.001），H1得到支持。

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我们采用Baron和Kenny[54]提出的分析步骤来验证战略共识在创业激情和员工创造力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由表4中的模型2可知，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显著正相关(β = 0.497，p < 0.001)，H2得到支持。从模型5可以看出，战略共识与员工创造力之间显著正相关(β = 0.465，p < 0.001)。模型6同时引入了创业激情和战略共识，结果表明战略共识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β= 0.267，p < 0.001)仍然是显著的，并且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从0.536（p < 0.001）降低到0.403（p < 0.001），表明战略共识在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了证实。

工作意义感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H4，将战略共识作为因变量。第一步，将控制变量引入方程，得到模型1；第二步，将自变量（创业激情）和调节变量（工作意义感）同时引入方程，得到模型7；第三步，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创业激情和工作意义感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将其交互项乘积引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8，可得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52，p<0.01），由此可知创业激情与工作意义感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战略共识，即调节效应成立。因此，H4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H5，将员工创造力作为因变量。第一步，将控制变量引入方程，得到模型3；第二步，将自变量（创业激情）和调节变量（工作意义感）同时引入方程，得到模型9；第三步，将其交互项乘积引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10，可得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14，p<0.05），由此可知创业激情与工作意义感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即调节效应成立。因此，H5得到验证。

表5 工作意义感的调节作用（N=251）

	变量
	战略共识
	员工创造力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控制变量
	性别
	0.057
	0.050
	-0.063
	-0.068
	-0.077

	
	年龄
	-0.037
	-0.034
	-0.022
	-0.020
	-0.014

	
	教育水平
	0.017
	0.002
	0.066
	0.055
	0.055

	
	工作年限
	0.052
	0.057
	-0.049
	-0.045
	-0.055

	自变量
	创业激情
	0.429***
	0.465***
	0.484***
	0.511***
	0.424***

	中介变量
	战略共识
	
	
	
	
	0.185**

	调节变量
	工作意义感
	0.303***
	0.330***
	0.231***
	0.251***
	0.190**

	交互项
	创业激情×工作意义感
	
	0.152**
	
	0.114*
	0.086

	R2
	0.339
	0.360
	0.363
	0.375
	0.397

	调整后R2
	0.323
	0.341
	0.348
	0.357
	0.377

	F值
	20.868***
	19.506***
	23.201***
	20.810***
	19.898***


注：*表示p<0.05（双侧检验）；**表示p<0.01（双侧检验）；***表示p<0.001（双侧检验）

表5中的模型8显示，创业激情和工作意义感的交互项对战略共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2，p<0.01）。这表明工作意义感水平越高，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支持了H4。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工作意义感的调节作用，本文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法进行分析。首先，计算工作意义感所有题项加总数据的平均得分；然后，使用SPSS 22.0中的K均值聚类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两类样本；最后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工作意义感在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之间发挥调节效应的不同情形，结果见下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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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作意义感对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表5中的模型10表示，创业激情与工作意义感的交互项对员工创造力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14，p <0.05）。表5中模型11引入战略共识时，中介变量战略共识系数显著（β=0.185，p <0. 01），而交互项系数不再显著（β=0.086，n.s.）。由此可见，创业激情与工作意义感的交互作用通过战略共识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造力。为了进一步检验H5，本文采用Process插件和Bootstrap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置信区间设置为95%，且Bootstrap=1000。通过加上和减去标准差，本文获得了工作意义感三个不同水平的值，并使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8来测试模型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水平，得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为0.044，置信区间[0.001，0.099]，区间不包含 0，即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成立，具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下表6所示。当工作意义感较高时，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为0.728，置信区间为[0.477，0.979]，间接效应为0.161，置信区间为[0.038，0.302]，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高水平的工作意义感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当工作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时，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为0.614，置信区间为[0.441，0.787]，间接效应为0.124，置信区间为[0.030，0.226]，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中等水平的工作意义感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当工作意义感较低时，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为0.500，置信区间为[0.312，0.689]，间接效应为0.087，置信区间为[0.019，0.184]，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低水平下的工作意义感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H5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表6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检验结果（N=251）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Effect
	SE
	LLCI
	ULCI
	Effect
	SE
	LLCI
	ULCI

	SW-SD
	0.500
	0.095
	0.312
	0.689
	0.087
	0.042
	0.019
	0.184

	SW
	0.614
	0.087
	0.441
	0.787
	0.124
	0.051
	0.030
	0.226

	SW +SD
	0.728
	0.127
	0.477
	0.979
	0.161
	0.066
	0.038
	0.302


注：SW表示工作意义感；SD表示调节变量的标准差；置信区间95%；Bootstrap为1000

下图3是工作意义感对创业激情和员工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图。由图3可知, 员工的工作意义感越强，创业激情对其创造力的正向影响越强；反之，对于工作意义感低的员工来说，创业激情对其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会减弱。也就是说，工作意义感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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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作意义感对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在经济发展的动态环境中，不断提高员工创造力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创业心理研究中的员工创造力研究是当前创业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本文结合情绪传染理论和情绪认知一致性理论，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心理机制，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富有激情的创业者可以通过情绪感染激发员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激励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二，创业激情不仅直接影响员工创造力，而且通过促进员工与创业者形成战略共识间接影响员工创造力。拥有高创业激情的创业者通过向员工描绘组织愿景并与他们分享积极的价值理念，激发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使命感，帮助他们准确理解、认同企业的战略目标，通过战略共识来提高员工的创造力。第三，工作意义感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之间的关系。如果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充满意义时，他们就会充分理解、认同本企业的战略，并且具有较高的执行意愿，从而增强创业激情与战略共识之间的正向关系。第四，工作意义感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工作意义感不仅直接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还部分通过战略共识这一中介变量而增强这一作用。

4.2  理论贡献

虽然学者们对如何激发员工创造力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关于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心理机制的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从创业激情的角度研究了员工创造力，分析了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机制，丰富了新企业创业与创新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和员工的创造力是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类积极的心理情绪可以正向影响人的行为。创业者通过自身人格魅力、领导才能、战略远见、激情、管理风格等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员工创造力的发挥是个体内在动因和外部创新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创业者激情的感染对提高员工创造力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本文从认知-情绪交互作用视角探讨了战略共识、工作意义感在创业激情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作用，为创业者激情激发员工创造力的过程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创业者的精神特质与员工的创新创业行为密切相关。主要是因为创业激情的传染和战略共识的达成对激发员工创造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基于认知-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工作意义感会影响员工的信息处理过程和信息记忆网络，高工作意义感有利于强化员工对创业激情信息的接收、存储、转化和使用，从而形成战略共识，并激发创造力。因此，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创业激情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内在心理机制，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4.3  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是对积极组织行为实践领域的有益探索，为提高员工创造力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创业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首先，要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和维护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对创业者而言，想要在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中越挫越勇，就需要保持持久的创业激情[55]。在创业热情的驱动下，创业者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创业态度、更坚定的创业目标应对创业过程中的挑战，遇到挫折时不放弃[12]。创业者高昂的工作激情会感染与其朝夕相处的员工，增强员工的认同感，直接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创造力。因此，创业激情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作为创业者来说，需要积极参加创业培训和聆听创业讲座等活动来激发和维持自己的创业激情，磨练创业意志，并通过知名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增强跨越创业挫折和困境的决心和信心，提升创业热情等积极情绪。

其次，保持良好的组织沟通，帮助员工理解和认同组织战略目标。长期以来，许多研究对战略共识的界定停留在高管团队内部，但是研究发现，各级员工对战略的认同和积极实施能够促进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员工不能充分地理解并认同组织战略目标的内涵，就难以更好地理解、认同和承诺组织战略目标对自己行为的期望及相应的角色要求[56]，企业就无法适应从自由竞争向战略竞争的时代转换。因此，企业应该加强组织沟通或者安排员工定期参加一些企业内部的重要会议，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来展示和传递企业家激情，分享企业愿景和战略目标，进而提升员工的战略共识程度。
最后，创业者可以通过积极的绩效反馈、工作再设计等方式增强员工的工作意义感，激发员工的内部工作动机，促使员工形成战略共识，激励员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同时，企业在招聘、甄选人才时需要关注应聘者的工作意义感，多吸纳具有热情、尽责、好奇心强等人格特质和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加入组织。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受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文是一项调查研究，课题组难以完全避免搜集数据过程中的主观性。虽然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但是仍无法完全排除这一问题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客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二，创业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不仅可以从战略共识这一认知视角进行研究，还可能存在从其他视角进行研究的路径。第三，受时间、成本等条件的限制，本文在选择样本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搜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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